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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与共同继承人的股权行使

李 飞

摘 要 法定继承决定了股权继承人之间是共同共有关系。《公司法》第 75条规定的

“股东资格”继承将股权继承成功地引入了继承法、物权法和公司法的交叉领域，具有多重规

范意义，并构成理解和解释股权行使规则的基石。同时，《民法典》中的继承法、物权法相关

规则已有所增订，必将对共同继承人的股权行使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而言，共同继承人行使

股权的代表人应由遗产管理人充任，其选任须取得共同继承人的一致同意。在股权行使的

程序上，共同继承人行使股权前无需通过变更股东名册的记载表明其股东身份，但就遗产管

理人行使股权的内容而言，仍需由各共同继承人达成一致作为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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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法和公司法具有截然相反的目标（继承法的目标是移转财产并在继承人之间进行财产分割；公

司法的目标是聚拢财产由公司一体经营，是合并之法、统一之法），股东的死亡触发了二者的冲突［1］

（P6）。这直接导致股权继承方面产生了众多纠纷，并一度引发广泛关注。由于股权的属性特殊，继承法

无力回答股权是否可继承的问题。为此，2005年10月27日修正的《公司法》特地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股

权转让”一章增加了第76条以示回应。该条文的规范目的显然是以《公司法》填补股东资格继承的法律

空白，确认股权的可继承性：在人合性较浓的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资格继承须注意谋求继承人与其他

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而股份有限公司并无此类人合性的顾虑，其股东资格继承自属毫无悬念。该条文

适用至今在内容上毫无变化（历经2013年、2018年两次《公司法》修正后变为第75条），可见，确实在相当

程度上满足了司法实践的基本需求。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该条文解决了股权继承的所有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存在于法定继承的情形中：

继承开始后，股份在共同继承人之间分割完毕之前，作为股东，当然有实现股权内容的诉求，这些继承人

在法律上应如何行使股权？特别是在占比甚高的家族企业，创始股东身故前若未能作好财产传承规划，

由于持股比例高且遗产分割往往旷日持久，共同继承人在此期间不能依法行使股权势必不利于这期间

公司的正常运转。而无论是《公司法》第75条及其他条文抑或《继承法》都欠缺对应规范，这导致司法实

践无所适从，无法确保共同继承人合理行使股权。不仅如此，由于共同继承股权的特殊性，共同继承人

行使股权的法律问题关涉新时代的《民法典》所涵盖的多个部门法，不仅属于公司法和继承法的交叉领

域，也与物权法领域密不可分，可谓是产生股份共有的诸种情形中法律关系最复杂的一种。仅依靠在

《公司法》中设置统一适用于各种股权共有情形的一般规则，并不能达到适切地予以规范的立法目的。

遗憾的是，在学术研究上，股权继承的研究自2015年完成《公司法》第三次修正后就近乎停滞，罕有专注

于共同继承股东资格期间股权行使方面的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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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中与本文主题相关的继承编、物权编对之前的《继承法》《物权法》有关内容均有所修订，这

成为从公司法上研究共同继承人的股权行使问题无可回避的民法新知与参照对象。在《公司法》第六次

修改已启动的背景下，厘清现行法之解释，使共同继承人得以适法行使股权，对于相关纠纷的预防与解

决，以及企业的继承，乃至《公司法》的继续完善，本文均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股东资格继承的规范意义

《公司法》第75条所使用的立法表述是“股东资格”的继承。有人对此提出批评，认为该条中的股东

资格应修改为股份——继承的客体应是财产，而股东资格的性质与此有别，继承人继承的只能是股份［2］

（P73）。这种观点从继承法的视角理解股权继承问题，保持了逻辑连贯性，并非毫无道理。但是，客观地

说，股东在公司的组织构造、权利结构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甚或影响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关乎

公司的存续和运营状况。这导致股权不同于其他财产，尤其不能局限在继承法层面理解股权继承。

股东资格的规范意义终究要体现在司法实践中。那实务中是如何界定和理解股东资格的呢？北京

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发布实施且至今仍有效的《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

行）（一）》第11条对股东资格的内涵作出了界定：“股东资格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

务的基础。”更有甚者，审判实务中还概括出了股东资格的外延：股东资格是身份权与财产权高度结合的

产物（张某某与福州市台江区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登记二审行政审判书［2015］榕行终字第348号；廖天

亮诉石河子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股权确认案［2010］兵八民二终字第138号）。这就意味着，股权继承是

全面概括的继承，既包括股权中的财产性权利，也包括非财产性权利［3］；既包括自益权，也包括共益权［4］

（P45）。就此而言，股权继承尽管未脱离继承法规范，但借助股东资格继承的规范表达已然跨入公司法

领域。为了更全面地阐释股东资格继承的规范意义，本文将从五个方面展开说明。

其一，股东资格继承遵循了继承的法律规则。根据《民法典》第1123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若没有

遗嘱、遗赠扶养协议，就按照法定继承办理。第1126条至第1132条规定了法定遗产的继承人范围、继承

顺序、条件、份额、分配原则等事宜。在遗产分配之前，由于每个继承人应分取的份额尚不确定，所以继

承人对遗产的关系肯定不能是按份共有，只能是共同（准）共有。同时，依《民法典》第308条的例外规定，

共有关系不明时，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时视为共同共有。法定继承的继承人之间一般具有家庭关系，自

然将继承人对遗产的共有关系视为共同共有，这也呼应了上述推论。因此可以明确地说，继承人对股权

共有的性质是共同共有。

在共同共有期间，每个继承人对外无法单独表达其意思表示，只能借助决议机制形成统一意见，以

继承人整体的名义行事。股东资格的继承在股份分割前维系了一个继承人利益群体，恰当地对应、衔接

了这一运行规则，避免了在《公司法》中特意作出另行安排而使法律关系复杂化。

其二，股东资格的继承体现了《公司法》对继承有关法律规则的改造。根据《民法典》第1161条第1

款规定的限定继承，若非继承人自愿清偿，继承人只继承遗产实际价值。限定继承在股权继承场合却面

临着难以适用的困境。例如，当股东死亡前尚未缴清股款，继承人若非通过转让股权份额等方式获得对

价则根本无法适用限定继承，难道要将死亡股东的投资额、可分配的盈余等减去其尚未缴清的认股款？

可以想见，若强行适用限定继承，不仅将使法律关系复杂化，还对其他股东造成不公，甚至会给公司正常

运营带来不利影响。主张采用股权继承的表述很容易忽略这个问题，因为这仍然是继承法上限定继承

的思维所致。而股东资格不仅涵盖了股权，同时也容纳了股东所负债务的范畴［5］（P448）；而股份则只包

括权利，不应包括股东对公司的义务［6］（P65）。《公司法》规定的股东资格继承表明，继承人若不放弃继承

股东资格，则继承的客体所包括的股权和债务就要一体承受，《公司法》上规定股份共有制度的两个目的

之一就是“确定共有股东连带缴纳股款的责任”［7］（P161）。结果有可能因债务额度高于股权而需以固有

财产承担清偿责任。这就意味着《民法典》中继承编部分确立的限定继承于此将不再适用，并开始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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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股东资格继承在《公司法》上有区别于继承编的规范意义。

其三，股东资格继承有助于进一步廓清对股权性质的误解。公司既然属于社团法人，那么，每个股

东基于团体成员的资格而享有成员权［8］（P221）。所谓的成员权就是股权，即股东基于股东资格对公司

享有的法律地位［9］（P158）。从股权与股东资格的关系来说，股东资格是股东享有股权的前提和基础［10］

（P242），股权是股东资格的实质内容［11］（P98）。现行法立基于公司作为社团法人的属性，将继承的客体

表述为股东资格，注意到了股东与公司的依存关系。从法律上说，股东出资之后丧失了出资财产的所有

权，换得了公司的股份，即获得了对于公司而言的成员资格和地位，而非公司的资产。因此，股份曾在英

国的法院判决（Bligh v. Brent［1837］［2 Y & C Ex. 268］）中被形象地认为是股东个人人格的延伸，股权

浓缩了股东对公司享有的财产权和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利。正如法院判决书（李某1、李某2法定继承纠

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9］辽02民终4301号）中所言，股权绝不仅是财产权的重要载体，还包括涉及公司

经营管理的具有股东身份才能行使的表决权、知情权、建议与质询权等权利，这就决定了不能单纯地以

普通继承的方式来处理。由此可知，关于股权性质的“社员权说”契合了股东资格继承中共益权保障的

特殊需求，至少在共益权行使问题上①，较之“所有权说”显然更胜一筹。更何况，《公司法》第3条通过将

公司界定为“企业法人”间接承认了公司的社团性［12］（P7），“社员权说”可谓据此得以站稳脚跟。

相反，那些忽略股东资格而将股权认定为财产权的观点只留意到了股东对股份的持有关系，事实上

其理论基础在于经济关系而非法律关系。也就是说，这些观点要么执着于股权对应的股份是公司资本

之成分的观念，要么仅从经济实质上抱持着股东是公司的所有人的直观理解而忽视其间的法律实质。

因此，这些认识不恰当地简化了股权的丰富内涵，将股权理解为财产权并以继承法规则作为规范依据当

然不够稳妥。

其四，确保了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及公司的正常运转。从股东死亡至股份分割期间，股东资格继承

事实上维持了股权共同持有状态，确保了股权的集中行使，基本上不会改变公司的股权结构，从而不会

对公司的管理和经营带来实质改变，公司得以按预期、有计划地稳步开展各项工作。其中的根源在于，

股东资格的继承构成了继承人之间须得凝聚共识、共同决议的机制，各继承人不能依照个人的意愿任意

分化股东资格而行使对应的股权。如此一来，统一行使股权从根本上巩固了既定的股权结构，维护了公

司的经营秩序。否则，不承认对股东资格的继承，共同继承人就无法行使股权中的共益权，而必须要等

到遗产分割后成为股东才能行使。这段持续时间一般较长的“权利真空期”对公司往往不利，遂有股东

资格继承的立法表述［13］（P73-74）。这样，共同继承人获得了行使股权的机会，权利真空被消除，公司运

转受到的负面影响得以尽可能减少。

其五，遵循了公司的强制性法律规范。为了保证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现行法对其股东数量作出

的最高限制属于强制性规定。而有限公司的股东死亡后，继承人关注的主要是股权的获取，很可能出现

继承人继承股权后公司股东数量超出50人上限的情形，或者因股东人数过多造成公司效率降低而影响

公司发展［7］（P349）。在股份分割前，继承股东资格为避免这种境况提供了缓冲的契机，继承人之间可以

通过股份让与、代持等协议作出相应安排或者变更公司的组织形态。当事人之间的博弈无疑有利于在

有限责任公司内部实现继承人与其他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

综上，现行法将股东资格作为继承的客体并非无稽之谈。股权的继承不能仅以有关继承的法律作

为唯一的依据，基于股权的特殊性，更应将公司法作为主要的规范依据。股东资格继承符合继承法的逻

辑，扬弃了物权法的理念，并准确把握了公司法视角下股权继承的规范意义。这为分析共同继承股权的

行使问题奠定了基础，并成为构建共同继承股权行使的相应规则时无法割舍的法理源头。

① 从股权性质的所有权说、社员权说、债权说来看，在权利限制及行使之差异方面，社员权说对于共益权之保障较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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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同继承股权的行使者及其选任

如前所述，股东死亡后至股份分割前，数个继承人就死亡股东的股份形成了共同共有关系。在此期

间，不免会出现股权行使的需求。对此，有人提出，为了防止数人共有一个股东资格在行使表决权时产

生争议或麻烦，认为继承是对遗产的分割，不仅是对财产份额的分别取得，也包括各继承人股东资格的

各自取得［14］。该观点自然认识到了共同继承人行使股权的复杂性，试图通过使各继承人分别获得股东

资格的形式把问题简单化处理，可谓从根本上否定了股权共同共有关系的性质，违背了《公司法》第75条

关于“继承股东资格”的立法设定及其规范意义，实不足取。既然共同继承人共同拥有一个股东资格，那

么，为保障股权的有序行使，应考虑的首要问题就在于具体由谁来行使共有股权。

（一）共同继承人的代表人由遗产管理人充任

共同继承人虽为多人，但继承股东资格的立法意味着共有的股权是单个权利，那就有必要区分各共

有人的个人意思和共有人的共同意思。一般来说，为便于共同继承人对外行使股权，同时也便利公司向

共有股东履行分配和通知义务，需要建构共同继承人代表机制，规定共有股份的股东应确定一人行使股

权［7］（P161）。公司法是规范股权继承的特别法，应优先适用［15］（P315）。然而，《公司法》中并未规定数个

继承人共有股权行使的主体。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由于数个继承人只能共享同一股东资格以及股份的

特殊性，导致不能以物权法规则作为数个继承人行使股权的依据；为此，应学习域外典型的立法例，在

《公司法》上确立共有股权行使代表人的地位［16］（P88）。该观点及其理由不无道理，但是否就要因此在

《公司法》上规定共同继承人股权行使代表人的地位则有待商榷。

首先，有必要在立法上确立共同继承人行使股权的代表人制度。与意定共有和法定共有下的夫妻

共有相比，继承共有中的数个继承人因被继承人死亡这一事件而形成了利益关联，但数个继承人之间既

缺乏意定共有中的合意，也没有夫妻共有中基于合意所缔结的婚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期待共同

继承人可以顺畅地约定管理协议，商业活动的效率要求及商法维护效率的原则自难实现；而所谓的共同

管理本质上是各自单独管理、各行其是，与共同继承人共享一个股东资格的规定背道而驰。因此，《民法

典（物权编）》规定的共有人管理共有物的两种模式不敷使用。正如一份涉及共同继承股权转让纠纷的

判决书指出的那样：股权共有并不能完全适用物权共有的规则，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民事主体共同持有

公司股份的，其中一人行使股权的效力应及于全体共有人（张诚、岳季与陆贞芳、沈玉琴股权转让纠纷二

审民事判决书［2015］浙嘉商终字第587号）。而为了杜绝可能发生的争议，在立法上确立共同继承人的

股权行使代表人有其必要性，并理应成为共有股权行使规则的核心。

再者，须厘清共同继承人的代表人与遗产管理人的关系。股权行使的规则究其实质仍属于公司法

的范畴。即便是共同继承人的股权行使，也不过是股权行使规则应予规范的一种特殊情形，似应在《公

司法》上作出更细致的规定。这种观点在《民法典》通过之前很有说服力。但笔者认为，《民法典》通过之

后，该观点顿失吸引力。这源于《民法典（继承编）》第4章新规定的遗产管理人制度。遗产管理人是为了

避免共同管理的不便且顾及家庭生活的实际情形而出现的［17］（P98）。为了遗产管理更好地进行，在《民

法典》第1145条规定了遗产管理人的选任方式后，第1147条规定的遗产管理人应当履行的诸项职责的

第6项“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可以作为共同继承股权行使的解释依据，也成了继承法制

与公司法制的一个重要衔接点。这就是说，遗产管理人应当成为共同继承人股权行使的代表人。既然

遗产管理人已经在《民法典（继承编）》作出了明确规定，那就依法有权对包括股权在内的遗产进行相应

的管理行为。否则，如果还要在《公司法》上规定共同继承人的代表人，必然会面临二者之间关系的协调

处理，不但在立法技术上徒增烦恼，而且叠床架屋的后果更是增加了成本又无效率。因此，在《民法典

（继承编）》已经规定了遗产管理人制度的情况下，就无须另行在《公司法》中再专门设置共同继承人的代

表人这样的职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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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强法律适用的明确性和指引性，笔者建议在《公司法》中规定共同继承人的代表人由遗产管理

人充任。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共同继承人股权行使的有关规则主要还是公司法制的问题，强行放置在作

为规范继承关系的一般法的《民法典（继承编）》当中固非扞格不入，在体系结构上却也有失偏颇，因此建

议将共同继承人股权行使的具体规则规定在《公司法》上。这就是说，在《公司法》上规定共同继承人的

代表人的法律地位不能抛开遗产管理人，却又不能局限于遗产管理人规则。

（二）共同继承人的股权行使代表人的选任方式

《公司法》需要规定的共同继承人股权行使代表人的具体规则首先就是其选任方式。我国现行法上

的共同继承人股权行使代表人其实是由遗产管理人充任的。根据《民法典（继承编）》第1145条，遗产管

理人的选任方式顺次有三种：继承人推选；继承人共同担任①；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村委会

担任。后两种选任方式应无疑义，但就居于首要地位的继承人推选而言，法律并未规定其确切涵义。《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解读》指出，全体继承人按照何种规则推举（少数服从多数还是一致同意）由

继承人之间协商确定［18］（P114）。这个观点虽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实际上仍未消除法律适用的疑

惑，即协商确定是否意味着共同继承人一致同意。从比较法上来看，对此问题，也是众说纷纭②。由于在

继承编中新规定遗产管理人制度的《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起开始生效，所以，相关实务见解目前也

尚不可知。

笔者认为，选任共同继承人的股权行使代表人须共同继承人一致同意。首先，共同共有关系是决定

因素。股权继承的共同共有关系的产生根据并不是共同继承人的合意，各方也缺少达成共识的动力，导

致这种关系是一种暂时的而非既定的状态［19］（P140），且“非为共同关系的存续而存在”［20］（P110）。这就

决定了共同继承人之间不构成如合伙企业、公司这类稳定且持续存在的组织体，每个继承人作为平等个

体均应保持其独立、自主的判断。所以，在选任共同继承人的代表人这种重要的问题上，少数服从多数

的决议机制断难在共同继承人之间实行。就类比而言，共同继承人的代表人类似于合伙企业中的执行

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合伙企业法》规定，选任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需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③。共同

继承人之间的共同共有关系远比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之间的关系更缺乏合作性与协调性，没有理由不要

求共同继承人在选任代表人时达到一致同意的标准。同理，既然遗产管理人从共同继承人中推选都需

要采取一致决，那么，从共同继承人之外选任或聘任遗产管理人更应采取一致决。《民法典（继承编）》第

1145条并未排除非共同继承人担任遗产管理人的可能性。遗产管理人不一定是继承人的弹性立法符合

现实状况，堪称合理。特别是在共同继承人之间信任度不高的情况下，选择的遗产管理人更有可能是局

外人——局外人更容易凭借其威望、德行抑或专业性、职业伦理等赢得每个继承人的尊重与认可。然

而，从法律上来说，究其根本，还是继承人之间共同共有关系的性质决定了推选非继承人担任遗产管理

人只能采取一致决。

其次，保护少数共同继承人的要求使然。《民法典（继承编）》并未设定选任遗产管理人的定足数，以

多数决作为选任遗产管理人的定足数缺少法定依据，不符合每个继承人要求共同分享遗产利益的预期。

况且，遗产管理人是共同继承人的代理人，代理人的权限来自共同继承人和遗产管理人之间的委任关

系［21］（P280）。申言之，尽管《民法典（继承编）》第1147条规定了遗产管理人的职责范围，但一方面遗产管

理人的法定职责是对死者的遗产进行保存和管理，以服务、辅助于共同继承人的利益实现为宗旨，不涉

① 在未能推选出遗产管理人或者在推选出遗产管理人之前，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仍然是由遗产管理人的选任规则所规范，与后文的共同继

承人的股权行使规则不可混淆。换言之，无论谁担任遗产管理人，都应按照共同继承人的股权行使方式实现股权的内容。关于这一点，后文讲

到共同继承人的股权行使方式时不再赘述。

② 比如，日本学术界就产生了三种学说：全员一致说、过半数说和折中说。

③《合伙企业法》第19条规定，合伙协议的修改或补充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第26条规定，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可

以委托一个或者数个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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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权利处分的事务性工作；另一方面，遗产管理人的职责范围仅具有一般适用性，对其担任共同继承人

行使股权的代表人这一角色而言，仍嫌不够具体、明晰，因而只能依赖委任契约明确遗产管理人的权限。

照此情境，在多数决机制下，倘若少数共同继承人不信赖甚至反对多数继承人推选出来的遗产管理人，

委任关系何以为继？遗产管理人地位的合法性基础从何谈起？另外，共同继承关系以遗产分割为终局

目的，各共同继承人依应继份可随时请求分割遗产［20］（P110），又决定了继承人不具备经由长期博弈谋求

利益平衡和救济途径的现实可能性。故此，多数决机制虽有效率，但并不公平。相反，共同继承人一致

同意才能从根本上保障每个继承人的利益，尤其是避免少数共同继承人的股权无端地被多数继承人以

全体继承人的名义所剥夺；按共同继承人的一致同意机制选任遗产管理人时，若少数继承人不同意致使

无法推选出遗产管理人而影响共有股权行使，或可迫使共同继承人尽早进行遗产分割，结束股份共有状

态［22］（P100）。当然，因无法行使股权所造成的损失并非单由多数继承人承受，这或许也可促使少数继承

人尽量不刻意扮演反对者的角色。

最后，选任遗产管理人采取一致决并非以商业活动效率的考量为重心。相较于通过一致决选任遗

产管理人，共同继承人的多数决更容易产生选任对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公司的效率化运

营。于是，就可能出现以多数决对公司运转更有效率为理由否定一致决的观点。然而，这种看法其实是

强拉硬扯，不讲道理。在遗产分割前，面临着如何寻求公司的正常运转所需要的效率与共同继承人利益

的公平对待之间的平衡问题，也体现为公司代表的集体利益和数个继承人代表的个人利益之间的取舍

问题。股权继承并不是纯粹的公司法律制度，带有继承法的浓重底色，其根本目的是保障共同继承人的

利益在公司法上获得实现。因其并非公司法的焦点主题而缺少对应的具体规则［1］（P407），故此，不能完

全任由公司法所强调的效率原则和公司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观来支配。因此，为维护所有共同继承人的

利益，理应采取一致决选任遗产管理人作为继承人行使股权的代表人。

三、共同继承股权的行使程序

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股权转让之后，新股东行使股权前应向公司主张变更股东名册的记载。股权

继承与股权转让不同，共同继承人在行使股权前是否也应该变更股东名册的记载便成为问题。此外，由

于《继承法》缺乏一个适当的规则框架来安排继承人群体内的决策或责任［1］（P221），就须得在《公司法》

层面思考共同继承人行使股权的具体方式问题。

（一）行使股权前无须变更股东名册的记载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一）》第11条在界

定股东资格基础上，又列明了股东资格确认应考虑的诸多因素以及选择确认股东资格的标准：“依据公

司法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涉及实际出资数额、股权转让合同、公司章程、股东名

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等。确认股东资格应当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在具体案件中对事实证据的审查

认定，应当根据当事人具体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选择确认股东资格的标准。”在法院的判决

中，前者被认为是形式要件，后者相当于实质要件（抚州市东乡区乾坤实业有限公司、祝强第三人撤销之

诉二审民事判决书［2019］津01民终4568号）。从理论上说，形式要件“更多地考虑到股票的证券特性和

股权的社员权的特性”，实质要件“更多地考虑了出资和股权的财产权属性”［23］（P349），二者欠缺其一都

会导致股东资格无法取得。不过，审判实践中更重视的还是实质要件（周社明诉邵小梅股东权纠纷案

［2008］杭民二终字第459号），结果就是股权移转的（准）物权思维流行，不尊重公司的主体地位，持股方

式和信息披露等受到制约［23］（P349-350）。鉴于实质要件标准在认定股东资格时存在严重缺陷，形式要

件标准得到普遍认同。那么，就需要对共同继承人的股权行使是否也应该遵从形式要件标准的问题作

出解答。

确认股东资格的依据包括股东出资证明、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等。共同继承人行使股权的争议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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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共同继承人和公司之间，股东名册就成了确认股东资格的标准［24］（P319）。行使股权要有股东身

份的证明。学界对变更股东名册的记载是否应为共同继承人行使股权的前提条件这一问题尚存争议。

有人认为，共同继承人在行使股权之前，必须依程序要求先完成股东名册的记载，以之作为股权行使的

凭证［16］（P94-95）。相反的观点认为，股东名册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股权被重复行使，继承股份无此问题，

不应与一般股份转让等同处理［22］（P124）；在变更股东名册的记载之前，共同继承人的股权处于“无主”状

态，不合逻辑［24］（P74）。

股东名册表面上是为了证明股东身份而由公司依法置备的要式簿册，本质上是举证责任配置的产

物：在股东名册上记载者被推定为股东是一种形式认定；异议者可举证推翻该推定［12］（P248）。资本市场

的股权交易发生频繁，为了降低公司审查股东资格成本，提高公司治理（比如召开股东会/股东大会）效

率，新股东行使股权应以股东名册变更记载为前提的观点近乎共识①。据此，股东名册的主要作用是防

止股份让与后可能出现的股权重复行使［22］（P124）。在交易行为引起的股权转让中，自然有必要借助股

东名册确定股东是否行使了股权，新股东因未能及时变更股东名册导致原股东行使了股权，公司可轻松

免责。然而，在股权继承产生的股权移转情形中，原股东死亡后，共同继承人即开始以遗产所有人的身

份处理继承事务，自然继承人会取得公司发放给死亡股东的盈余，可收到公司对死亡股东发出的召开股

东（大）会的通知，不会出现类似于股权转让情况下股权重复行使的利益冲突，公司也无须面临这方面的

压力。更何况法律并没有规定继承股东资格应以股东变更登记为前提，因此而拒绝继承人行使股权在

审判实践中被认为于法无据（袁静与承德彤源万利工贸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2019］冀0803民初1194号；洛阳特耐实验设备有限公司等与杨芳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上诉案［2015］洛民

终字第2053号）。这就无须再强制要求共同继承人变更股东名册后再行使股权了。

形式正义要求类似情况类似处理。《民法典（物权编）》第209条规定，不动产登记是物权变动的基本

规则，不动产物权变动不以登记为必要是法定例外情形。该法第230条对因继承取得遗产物权时间的规

定无疑属于这种法定例外情形。股东名册的记载与不动产登记在功能上有类似效果，“在权利继承取得

时间问题上极为相似”［24］（P74），都是反映和确认权利变动状况的法律安排。不动产登记规则在继承取

得不动产的情形有例外规定，是对继承权作为法定权利的承认，反映了物权法对继承法的尊重及分工协

调。股东死亡引起的股权继承同样主要是一个继承法规则产生影响力的领域。类推适用《民法典（物权

编）》第230条可知，共同继承人因股东死亡取得股权。那么，股东名册的记载规则在股权继承情形也应

有例外安排。换言之，共同继承人取得股权同样是继承权作为法定权利的表现，无须再以股东名册的记

载作为行使股权的前提条件了。

司法实践采取的立场同样注重保护继承权，并在此基础上维护共同继承人的股东地位。在未变更

股东名册等文件的情况下，共同继承人主张行使与公司经营相关的股东知情权获得法院判决的支持（合

肥三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吕永侠股东知情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9］皖01民终1172号；刘洋与潍

坊华通食品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股东知情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9］鲁0703民初1926号），

自不待言。另有法院在判决中没有将变更股东名册等文件的记载作为共同继承人的义务，反而是作为

共同继承人的权利，且认为公司有协助变更相关文件记载的义务（唐春妮、周唐田、周唐骏、周唐正诉青

岛中运荣达货柜有限公司、杨新民股权继承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4］黄商初字2644号；张勇、张蕴瀚

与枣庄市天旭广告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民事判决书［2014］市中商初字第1216号）②。这个思

路遵循了在股权继承过程中注重保护继承权的立场：共同继承人继承了股东资格，当然有权要求变更股

① 正文提到的理由仅是笔者的一家之言。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此虽有一致的结论，但理由却各不相同。

② 有必要说明的是，之所以说公司的协助义务是法定义务，是因为《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34条第2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自然人股东死亡

后，其合法继承人继承股东资格的，公司应当依照前款规定申请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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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名册的记载。“不管是否已经履行了登记手续，继承人都享有其继承股份的股东权。”［5］（P125）在司法

实务中，有法院指出，公司召开股东会应通知死亡股东的合法继承人参加股东会，从而肯定了继承人的

股权不因未在股东名册上进行变更记载而有差别（江苏雪豹十月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方永明公司

决议撤销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20］苏02民终1168号）。既然将变更相关文件的记载作为共同继承人

的权利而非义务，那么，他们就可以根据需要来决定行使该权利抑或放弃该权利。比如，具有股权继承

资格者若要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便有必要先依照法定程序成为公司股东，之后经选任才能担任相

应职务。这和笔者主张的变更股东名册的记载并非共同继承人行使股权的前提要求的观点可谓是异曲

同工，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法》已有将股权继承与股权转让区别对待的迹象。譬如，《公司法》第75条规定

了股权继承中协调继承人和其他股东关系的条款之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16条还专门以股权继承不适用股权转让时的优先购买权规则为例阐明二

者的区别。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孕育出的《公司法》所确立的股权转让规则在性质和出发点上不同于股权

继承引起的股权移转，若承认这个现实，就没必要刻意坚持由前者同化后者，如实地区别对待反倒更符

合法律的精神。

（二）行使股权的方式

遗产管理人作为共同继承人的代表人，根据委任代理关系，应依共同继承人的指示行使股权。而共

同继承人向遗产管理人作出指示前，需要对行使股权的相关事宜形成共同意见。该共同意见是要求共

同继承人一致同意抑或多数决遂呈现争执。一致同意说在实务中似乎受到欢迎。以股权转让为例，有

法院判决认为，作为遗产的股权在未分割前，对该共有股权的处分须经全体共有人同意，任何继承人无

权进行单独处分（黄青松与陈珍贞、李固芝等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5］岳中民二终字第325

号）。然而，股权转让之外的各类股权行使行为是否均属于这里所谓的“处分”并不清楚，这在很大程度

上也抑制了当事人自觉地提出行使股权的诉求。在学术界，学者对此问题持不同看法。持一致同意说

的刘俊海教授提供的理由是防止股权行使者滥用权力［25］（P430-431）。然而，该理由仅此一句话，并未展

开说明，过于概括，无法回答有关质疑——是否不采取一致同意说都会造成权利滥用；以防止权利滥用

支持一致同意说是否有其限度。持折中说的蔡英欣教授以股权之中表决权的重要性为例，指出其绝非

共有物的管理行为，全体继承人的同意是共同继承人的代表人行使股权的前提条件；而为避免全体继承

人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导致表决权行使弃权，各共同继承人可依其应继份分割行使表决权［22］（P103-105）。

该观点以表决权为例讨论股权行使有过于简单化之嫌。更令人不解的是，该文旗帜鲜明地支持一致同

意说的同时，又主张表决权分割行使，而允许表决权分割行使无疑意味着各共同继承人可单独行使股

权，这与一致同意说自相矛盾。如果说以共同继承人一致同意为原则，在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采取分割

行使表决权的方式作为例外，实际上是由各继承人分割行使股权的观点。现行法对此似乎并未提供法

律依据。

从现行法的体系推论，笔者赞同共同继承人一致同意说。共同继承人既然要就共同共有的股份行

使股权，在《公司法》和《继承法》没有相应规定的情况下，自然就应类推适用《民法典（物权编）》第300条

与第301条分别关于共有人管理与共有人处分或改良共有物的规定：对于共有物的保存行为、一般改良

行为、简易修缮等，各共有人均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对于共同共有的共有物的处分和重大修缮、变更性

质或者用途，则要求得到全体共有人的同意为原则，除非共有人另有约定。共同继承人行使股权可归入

哪一种情况即应予回答。

很显然，因为共同继承人共享一个股东资格，所以，各继承人当然不能各依其意愿分别对遗产管理

人进行指示，从而防止了遗产管理人无所适从。哪怕是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即便《公司法》未直接规定共

同继承人共享一个股东资格，也不是说共同继承人就可以分割行使股权。首先，共同继承人的应继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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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上并非自始确定。蔡英欣教授指出，依各共同继承人的应继份行使表决权即可。问题在于，应继份

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共同共有的遗产分割前，其数额一般并不确定。股权行使以股份持有为基础。分

割行使股权的前提是每个共同继承人的应继份在数量或比例上是确定的，股权的行使才无争议。而通

常认为，共同共有的共有人并不像按份共有的共有人那样对所有物有明确的份额。因此，各共同继承人

分割行使股权的基础不存在。具体而言，《民法典（继承编）》第二章法定继承规定的遗产分配要考虑诸

多情况才能确定下来，而这个过程往往耗费较长时间。一旦应继份确定下来了，各共同继承人就会请求

遗产分割，共同共有关系随之消灭。股权继承场合，各共同继承人已经可以基于分配所得的股份独自行

使股权了。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中，允许各继承人单独行使股权是对共同共有的股份分割之后，继承人已

经取得了各自的股份份额而言的（林籼仪与许铭政、许萌芽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8］

琼9022民初412号；刘彬与淄博海化化工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5］张商初字

第990号）。

其次，为他人持股者得分别行使表决权不能作为类推遗产管理人分割行使表决权的根据。蔡英欣

教授为了论证共同继承人的代表人可以为共同继承人分割行使表决权，将为他人持股者可基于契约关

系（如信托契约）为他人分别行使表决权为例，试图通过类推得出遗产管理人可分割行使表决权的结

论［22］（P105）。笔者虽非一概反对股权分割行使，但此一类推却委实难以成立。第一个原因在于不具备

现实可能性。应继份未最终实现量化的情况下，继承人间的遗产争夺并不罕见，遗产管理人和共同继承

人之间的委任合同中不可能存在依各继承人的指示分割行使表决权的内容。第二个原因在于，潜在的

利益冲突带来的危害后果严重。不同于为他人持股者，遗产管理人通常是继承人之一，其代为行使的股

权系共同共有，并非全然与其无关，难免在分割行使股权时因利益冲突而有损于部分继承人权益。具言

之，分割行使表决权时各继承人自应分别进行监督，遗产管理人有可能利用监督不力或迟滞等情况，基

于个人利益违背某些继承人的意愿行使表决权，但利益受损的继承人事后却难以撤销该决议或使之无

效。第三个原因在于，该类推适用的思维混淆了代理行使表决权与表决权的分割行使。毋庸置疑，为他

人持股者得分割行使表决权的前提是在法律上取得股权，成为唯一的名义股东。然而，如前所述，遗产

管理人与共同继承人之间是委任代理关系，遗产管理人仅为共同继承人行使股权的代表人，并未在法律

上取得共同继承人所继承的全部股份，更不是名义股东。所以，即使各共同继承人的应继份确定清楚之

后未分割遗产，遗产管理人按照各继承人的意思分别行使表决权，也不构成表决权的分割行使，仅是代

理行使表决权而已。代理行使表决权与表决权的分割行使的法律关系形似而实不同，不宜模糊作类似

处理，否则就如削足适履。第四个原因在于，不能分割行使表决权在逻辑上符合本文所选取的股权性质

的社员权说。前文已述及，对于股权的性质，本文倾向于采用社员权说。依社员权说，社员权乃社员加

入社团之后，基于社员身份所享有的单一权利，故而不可能将权利分割而分别对外为意思表示，只能不

可分割地行使表决权［26］（P59）。这一推论恰好呼应了遗产管理人不能分割行使表决权的观点，切合逻辑

一贯原则。综上可知，各共同继承人分割行使股权不可行。那么，共同继承人一致同意作为遗产管理人

行使股权的方式便是依现行法的体系作出的不二选择。

另外，共同继承人行使股权纵然要依靠遗产管理人，但作出指示前仍以共同继承人对股权行使事宜

形成决议为前提，而绝非由遗产管理人独自做主。既然遗产管理人的选任由共同继承人采取一致决，那

共同继承人就股权行使也应采取一致决才符合逻辑。况且，选任遗产管理人仅是行使股权的便利手段，

继承股份所表彰之股权行使产生的影响及其后果不可轻视。共同继承人的股权行使，有潜在改变公司

经营权，进而影响股权消长的可能性，一味将之评价为共有物的管理行为而任由各继承人自行行使股权

（以表决权为代表的共益权重要，自益权也攸关各共同继承人的利益），则争执、混乱的局面不可避免，不

利于保护各继承人的整体利益。

采取一致同意说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在于，只要共同继承人未就股权行使达成一致意见，股份共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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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等同于弃权，结果使任何共同继承人的意思都无法实现［22］（P104）。遗产的共同共有以处理共同继承

关系为目的，该目的只能对各共同继承人意欲分别处分其应继份的行为予以拘束，却不应为了使股权行

使达成合意而对共同继承人设定义务。盖因前者属于继承法的规范领域，符合共同共有的属性；后者属

于公司法的范畴，各共同继承人的意思自治应予尊重。故此，共同继承人对股权行使的内容因不能统一

意见导致弃权并非偶然，在效果上也没那么糟糕透顶：如果共同继承人是大股东，他们对行使股权不能

达成一致意见以致弃权，则有关决议在股东（大）会的表决时不能实现多数决，不会形成少数股东主导公

司的局面；如果共同继承人是小股东，即便他们对行使股权达成了一致意见并积极行使了股权，可能也

难以改变公司决议的结果。而且，股权行使与否及其后果与共同继承人的利益可谓休戚相关，再加上继

承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各共同继承人之间彼此协调股权行使关系通常并非绝不可能。哪怕各共同继

承人之间关系不睦，客观上也会推动遗产分割的进程，使各继承人脱离共同共有关系，早日成为单独的

股东。所以，就共同继承人的股权行使采取一致同意说仍属可接受的范围。

四、结 论

因法定继承形成的股权共有现象并不少见。在承认股权共同共有关系的前提下，“继承股东资格”

的立法表述将股权继承引入《民法典》中的继承法、公司法、物权法的交叉地带，具有多方面的规范意义，

构成了对共同继承人行使股权诸议题进行法理解析的基石。在正视股东资格继承的规范意义基础上，

共同继承人要行使股权无须在《公司法》上专门规定股权行使代表人，《民法典（继承编）》中新增加的遗

产管理人是首选的共同继承人行使股权的代表人，其选任应取得所有共同继承人的一致同意。解决了

股权继承的权利行使主体问题之后，在实际行使股权之前，于程序上仍需考虑共同继承人应否满足股东

资格的形式要件标准。由于股权继承的特殊性，共同继承人的股权行使无须按照股权转让取得股东资

格的形式要件标准变更股东名册的记载。在股权行使的方式上，遗产管理人作为共同继承人的受任人

应依继承人的指示行使股权；既然共同继承人共享一个股东资格，执行该指示的前提是继承人就股权行

使有关事宜实现一致决。

基于本文的上述研究，笔者建议在开展新一轮《公司法》修订时可在该法规定股东权利的第4条中增

加一款：共同继承人的股权由《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的遗产管理人代为行使。其中，遗产管理人的选任

方式中涉及继承人推选的，应取得共同继承人的一致同意。遗产管理人代为行使股权不以变更股东名

册的记载为前提，但应当取得共同继承人对股权行使事宜的一致同意。

新时代颁行的《民法典》再次提醒我们，商法问题的研究不能在视野上自我设限，而应以问题为中心

妥当处理民法和商法的适用关系，不断增进法学智识的理性与自主。本文对共同继承人的股权行使问

题的研究不过就是这样一个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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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ivil Code and the Exercising of Shareholder's
Rights by Co-successors

Li Fei（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Statutory succession determines the undivided co-ownership between successors of share‐

holder rights. The inheritance of "shareholder's qualifications" as stipulated in Article 75 of the "Company

Law" has successfully introduced the succession of shareholder rights into the intersection of inheritance law,

property law and company law. It has multiple normative implications and constitutes the cornerstone for un‐

derstanding and explaining the issues of exercising shareholder's rights of co-successors. Additionally, the

rules relating to inheritance and property in The Civil Code have been updated or revised and will certainly

exert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exercise of shareholder's rights by co-successors. Specifically, the repre‐

sentative of co-successors to exercise shareholder's rights shall be assumed by the legacy administrator whose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must obtain the unanimous consent of the co-successors. In terms of the procedure

for exercising shareholder's rights,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co-successors to change the entries in the sharehold‐

er register to indicate their shareholder identity before exercising shareholder's rights, but for matters related

to the content of exercising shareholder's rights, co-successors still need to reach an agreement before hand‐

ing over to the legacy administrator for implementation.

Key words succession of shareholder's qualifications; legacy administrator; register of shareholders;

unanimous consent; The Civil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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